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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事前趋势检验 

满足处理组和对照组不存在显著事前趋势的假设是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具有有效性

的前提，如果处理组和对照组的结果变量存在显著的事前趋势，基准回归估计得到的系数就

不能代表政策产生的净效应（Beck et al.，2010）。参考现有研究的方法，本文使用事件分析

法来检验事前趋势，并设定了如下动态效应模型： 

𝑃𝑟𝑖𝑣𝑎𝑡𝑒_𝑒𝑛𝑡𝑒𝑟𝑖𝑡 = 𝛼 + ∑ 𝛽
𝑘
𝐷𝑖,𝑡0+k

5
𝑘=−5,𝑘≠−1 + 𝑍𝑖𝑡

′ 𝛾 + 𝛿𝑖 + 𝜃𝑡 + 𝜀𝑖𝑡，  （Ⅰ1） 

其中，𝑃𝑟𝑖𝑣𝑎𝑡𝑒_𝑒𝑛𝑡𝑒𝑟𝑖𝑡为被解释变量民营创业活跃度，𝛼为常数项；𝐷𝑖,𝑡0+𝑘为政策虚拟变量，

𝛽𝑘为政策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𝑡0表示政策实施当年，𝑘表示政策实施前后第𝑘年；𝑍𝑖𝑡
′ 为一系

列控制变量，𝛾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𝛿𝑖为城市固定效应，𝜃𝑡为年份固定效应；𝜀𝑖𝑡为随机

误差项。本文将清欠行动开始前 1 年作为基准组，𝛽𝑘可以被解释为政策前后第𝑘年处理组和

对照组结果变量差异相较于政策实施前 1 年的相对大小。本文在 95%的置信区间下绘制了

如图Ⅰ1所示的事前趋势检验图，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前虚拟变量（𝑘<-1）的估计系数均不

具有统计学显著性，未拒绝处理组和对照组结果变量事前趋势平行的假设。 

 

 
图Ⅰ1 事前趋势检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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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Ⅱ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基准回归中政府欠款清理能够促进民营创业活动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如

下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1.替换变量 

首先，本文参考 Kong et al.（2021）的研究，使用人均民营企业（每百人的新注册民营

企业数量）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表Ⅱ1第（1）列报告了相关的估计结果，清欠

行动变量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表明相较于未被督导的地区，清欠行动实施显著

提高了被督导地区人均新注册民营企业的数量。其次，本文进一步借助创业百度指数来讨论

政府欠款清理对创业活动关注度的影响。百度指数衡量了一个地区在百度搜索引擎上对相关

领域词条的搜索量，能够很好地反映该地区居民对于相关领域的关注程度，可以用于预测相

关领域的发展趋势（徐映梅、高一铭，2017）。表Ⅱ1第（2）列报告了政府欠款清理对地区

创业关注度影响的估计结果，清欠行动变量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表明政府欠款

清理显著提高了处理组城市的创业关注度。以上替换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基准回

归结论稳健。 

2.排除“部分处理”噪声影响 

本文基准回归将 2016 年设置为政策实施年份，但专项督导行动 7 月才落地，上半年观

测实际上仍处“前”期。因此，2016 年混入了一半已处理、一半未处理的样本，这种“部分

处理”可能导致双重差分估计量被稀释。本文通过两种方法来消除“部分处理”的污染以及

减少政策实施当年噪声的干扰：一是将政策实施年份设置为 2017 年，重新定义处理时间虚

拟变量（Postt），当样本年份在 2017 年及以后，Postt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二是剔除政

策实施当年 2016 年的观测值。表Ⅱ1 第（3）列和第（4）列分别报告了调整政策处理时间

和剔除 2016 年观测值后的估计结果，清欠行动变量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表

明在排除政策实施当年噪声的影响后，基准回归结论依旧稳健成立。 

 

表Ⅱ1  稳健性检验：替换变量与排除“部分处理”噪声影响 

 (1) (2) (3) (4) 

 替换变量 调整处理时间 剔除 2016 年观测值 

变量 人均民营企业 创业关注度 民营创业活跃度 

清欠行动 0.0220** 0.0367* 0.0882*** 0.0941*** 

 (0.0109) (0.0209) (0.0226) (0.024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774 2643 2774 2512 

R2 0.8787 0.9186 0.9787 0.9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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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排除被督导地区非随机性选择的影响 

根据《通知》的内容，此次被督导的省份可能是非随机选择的，主要针对民间投资增速

靠后的地区。这种处理组非随机性选择对研究结论的有效性造成了威胁，导致基准回归中估

计得到的处理组和对照组结果变量差异可能源自潜在选择标准的延续。本文通过控制潜在选

择标准的时间趋势来降低这种潜在的担忧。首先，本文参考郭婧和马光荣（2019）的研究，

使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数据按照经济性质分类计算了 2011—2015 年非国有固

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速，政策前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缓的地区更有可能成为被督导的

对象。其次，参考 Li et al.（2016）和 Chen et al.（2018）的研究，本文通过控制非国有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和年份的交互项以及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政策时间虚拟变量（Postt）的

交互项来排除潜在选择标准的影响。表Ⅱ2第（1）列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潜在选择标准

的影响后，清欠行动变量依旧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基准回归结论稳健。 

4.控制区域—年份交互固定效应 

为了排除区域层面随时间变化宏观因素的影响，例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

略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区域和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来进行稳健性检验。表Ⅱ2第（2）

列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区域和年份交互固定效应后，基准回归结论依旧稳健。 

 

表Ⅱ2 稳健性检验：排除非随机选择和控制交互固定效应 

 (1) (2) 

变量 民营创业活跃度 

清欠行动 0.0913*** 0.0644*** 

 (0.0236) (0.0241) 

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年份 是 否 

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Post 是 否 

区域×年份交互固定效应 否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2774 2774 

R2 0.9788 0.9809 

 

5.合成双重差分模型（SDID） 

传统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的有效性严格依赖于平行趋势假设，为了缓解这种严格依赖性，

Arkhangelsky et al.（2021）在合成控制法与双重差分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合成双重差分模

型这种新的估计方法。该模型从个体权重和时间权重两个维度，在潜在的对照组中寻找最优

的权重组合，使得合成的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与处理组在关键特征上尽可能相似。其优势在

于通过精确匹配处理组与合成对照组在预处理期间的特征，减少了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冲

击前的差异，即使在不完全满足传统双重差分模型平行趋势假设的情况下，该模型也能够对

政策效应进行准确的评估。为此，本文进一步使用合成双重差分模型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在

表Ⅱ3 第（1）列的估计结果中，清欠行动变量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表明在合

成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下政府欠款清理激发企业家精神的研究结论依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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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 

考虑到不同城市在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处理组和对照组城市

的可比性降低。为了缓解对处理组和对照组其他特征差异太大引起伪结论的担忧，参考既有

文献（Fowlie，2010），本文进一步使用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在

具体的操作上，首先，本文以政策实施前 2015 年各城市控制变量和民营经济增速作为匹配

指标，估计每个城市接受处理即进入处理组的概率。其次，本文通过近邻匹配（1:3）和半径

匹配为每个处理组按不同比例匹配政策实施前经济特征相似的对照组，这有利于降低处理组

和对照组经济特征以及民营经济增速的基础差异。最后，本文使用匹配后的样本基于模型（1）

进行计量估计。在表Ⅱ3 第（2）列和第（3）列的估计结果中，清欠行动变量均在 1%的显

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这表明在缓解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可观测特征以及民营经济增

速的差异后，政府欠款清理激发企业家精神的研究结论依旧成立。 

 

表Ⅱ3  稳健性检验：替换模型 

 (1) (2) (3) 

估计方法 SDID PSM-DID 近邻匹配 PSM-DID 半径匹配 

变量 民营创业活跃度 

清欠行动 0.0428* 0.0858*** 0.0840*** 

 (0.0235) (0.0244) (0.026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738 2415 1891 

R2  0.9799 0.9799 

 

7.排除此次督导行动的其他竞争性解释 

事实上，此次督导行动除了督促政府欠款清理以外，还涵盖了行政审批、市场准入、税

收优惠以及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面的工作，这可能会对本文的研究结论造成干扰。

本文采取以下两种方式来排除其他措施的竞争性解释：首先，本文参考李增福（2023）和王

帅等（2023）的研究，通过控制相关变量来排除这些混淆因素带来的替代性解释，包括行政

审批局、市场化水平、增值税占比、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 项目）数量。表Ⅱ4第

（1）列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相关因素的潜在影响后，政府欠款清理激发企业家精神的

研究结论依旧成立。其次，如果处理组和对照组民营创业活跃度的差异是由其他措施所驱动，

此次专项督导行动对民营创业的促进效应理论上会在原本相关条件较差的地区中更加明显。

基于该思路，进一步引入政策前相关变量与清欠行动的交互项来考察这种差异是否存在。在

表Ⅱ4 第（2）列的估计结果中，政策前相关变量和清欠行动的交互项均未呈现出统计学显

著性，表明这种异质性影响并显著不存在，为排除其他措施的竞争性解释提供了间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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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Ⅱ4 稳健性检验：排除其他措施的竞争性解释 

 (1) (2) 

变量 民营创业活跃度 

清欠行动 0.0626*** 0.0658*** 

 (0.0205) (0.0246) 

行政审批局 0.0181  

 (0.0183)  

市场化水平 -0.0088  

 (0.0138)  

增值税占比 -1.0261***  

 (0.3365)  

PPP 项目数量 0.0019*  

 (0.0010)  

行政审批局 2015×清欠行动  0.0743 

  (0.0468) 

市场化水平 2015×清欠行动  -0.0140 

  (0.0231) 

增值税占比 2015×清欠行动  0.0278 

  (0.0231) 

PPP 项目数量 2015×清欠行动  0.0256 

  (0.0156)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2291 2685 

R2 0.9813 0.9788 

 

8.排除同期政策的影响 

前文选择了 2011—2021 年的城市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但在此期间，中国政府还实施了

各种政策，旨在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如果这些政策和因素会对民营创业活跃度产生

影响，那可能会对本文的研究结论产生干扰，导致前文估计得到的积极影响是由同期其他政

策产生的伪效应，而非清欠行动的政策效应。首先，2016 年 5 月国务院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分别派出了 9 个和 6 个督查组赴地方进行民间投资的专项督查，重点检查各地区在促进民

间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产生问题的症结，以及好的经验做法、改进措施和政策建议。

该督查行动是同年 7 月专项督导工作开展的基础，可能引发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创业差距是

由于督查行动引起而非督导行动政策效应的担忧。为了排除专项督查行动的影响，本文引入

了民间投资督查组的虚拟变量，当城市在被督查的范围内，民间投资督查组变量在 2016 年

及以后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其次，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发现，以下政策或因素可能

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产生影响：中央环保督察行动会增强环保监管，增加企业运营成本，减

少民营、高污染企业进入（李硕等，2022）；破产审判庭的设立能够改善创业预期和释放要

素资源，从而促进新企业进入（方福前等，2024）；“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能够通过激发

数字化创业资源吸引外来高技能创业人才流入，从而激发地区创业活力（焦豪等，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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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通过提高融资便捷性和扩大市场准入等机制激

发地区企业家精神（曹希广、邓敏，2024）；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降低了制度性交易

成本以及提高了信息搜寻匹配效率，有利于激发城市创业活力（蔡运坤等，2024）；知识产

权示范城市建设会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地区创业（赵富森、李

璐，2021）；《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实施对营商环境和外部融资产生了优化效应（陈胜蓝等，

2023），能够为创业活动提供便利；社会流动性增强会对不同收益率的创业活动产生差异化

的影响，但对城市整体的创业活力呈现“倒 U 形”影响（孙伟增等，2024）。本文进一步通

过控制以上政策和因素代理变量来排除其潜在影响①。表Ⅱ5 估计结果显示，在同时对以上

政策和变量进行控制后，清欠行动变量依旧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表明在控制同

期其他政策和因素的影响后，基准回归结论依旧稳健。 

 

表Ⅱ5  稳健性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影响 

 (1) 

变量 创业活跃度 

清欠行动 0.0883*** 

 (0.0228) 

民间投资督查组 是 

中央环保督察 是 

破产审判改革 是 

宽带中国试点 是 

电商示范城市 是 

公共数据开放 是 

知识产权保护 是 

中小企业促进法 是 

社会流动性 是 

控制变量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观测值 2759 

R2 0.9790 

 

 

① 具体变量设置如下：当省份在某年启动了中央环保督察行动或“回头看”检查工作，其辖区内城市

的中央环保督察变量在启动年份及以后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当城市在某年设立了破产审判庭，该城市

的破产审判改革变量在设立当年及之后年份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当城市在某年入选了“宽带中国”示

范城市，该城市的宽带中国试点变量在入选当年和以后年份均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当城市在某年入选

了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创建单位，该城市的电商示范城市变量在入选当年和以后年份均取值为 1，否则

取值为 0；当城市在某年上线了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该城市的公共数据开放变量在平台上线当年和以

后年份均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当城市在某年入选了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建设城市，该城市的知识

产权保护变量在入选当年及以后年份均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本文基于政策前（2011—2016 年）非国有

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的中位数来划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影响的处理组和对照组，当地

区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小于中位数将其视为处理组，大于中位数将其视为对照组，处理组的中小

企业促进法变量在 2017 年及以后取值为 1，其他取值为 0；参考吴育辉等（2021）的研究，本文利用 2010—

2018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中子辈和父辈主观社会地位等级信息，

计算子辈和父辈主观地位的代际弹性，根据截距项和斜率估计各地区父辈地位最低 25%的家庭，其子辈的

期望地位等级，该期望等级越高表明地区的社会流动性越强，由于该期望等级为截面数据，本文使用其与

年份的交互项来衡量社会流动性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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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安慰剂检验 

政府欠款清理专项督导行动激发企业家精神的结论可能是由于遗漏变量导致的偶然观

测结果。前文通过控制固定效应和其他政策虚拟变量的方式对这种偶然性的担忧进行了缓

解，本文进一步参考既有文献的研究方法，使用安慰剂检验来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方面，本

文使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将处理组随机分配给与原处理组数量相同的城市，生成伪处理组城

市，并按照原政策实施的时间重新构建伪清欠行动变量。另一方面，本文按照原处理组随机

抽样生成政策处理时间，同样以此构建伪清欠行动变量。以上做法能够确保新生成的数据结

构与原数据结构保持一致。最后，使用模型（1）分别估计通过以上两种随机抽样方式得到

的伪政策变量的回归系数。本文将以上随机过程重复了 1000 次，得到了 1000 个伪政策变量

的估计系数。图Ⅱ1A 为随机生成处理组城市得到的估计系数的概率分布，图Ⅱ1B 为随机生

成处理时间得到的估计系数的概率分布。图Ⅱ1显示，以上两种抽样方式生成伪政策变量的

估计系数都近似服从均值为 0 的正态分布。以上检验结果表明，清欠行动激发企业家精神的

研究结论并非是偶然观测到的伪结论，基准回归结论具有稳健性。 

 

图Ⅱ1  安慰剂检验 

 



《经济学》（季刊）                                                              2026 年第 4 期 

8 

 

附录Ⅲ  基于城市层面的异质性 

基准回归和机制检验研究发现政府欠款清理专项督导行动能够通过释放信贷资源、改善

信用环境和增强政府信任渠道促进民营新企业进入，进而激发企业家精神。然而，在具有不

同特征的地区和行业，民营创业活动对该政策的反应可能存在异质性。本文进一步从政府欠

款规模、市场监管完善、业务招待费以及政府业务往来四个角度讨论了潜在的异质性影响。 

1.基于政府账款拖欠规模的异质性 

在政府欠款规模较高的地区，专项督导行动带来的欠款清理力度可能更大，相应地会产

生更强的民营创业促进效应。为了验证这种潜在的异质性，本文利用 2014 年中国私营企业

调查（CPES）中受访私营企业家关于“政府有没有拖欠您企业各种款项？拖欠多少万元？”

问题的回答，计算了各地区政府拖欠私营企业的平均账款规模。本文参考陈胜蓝等（2023）

的研究，基于账款规模的中位数引入了政府拖欠严重的虚拟变量，当政府拖欠私营企业账款

规模大于样本中位数时，则认为该地区面临着更为严重的政府账款拖欠问题，该虚拟变量取

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在表Ⅲ1第（1）列的估计结果中，清欠行动和政府拖欠严重的交互

项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这一结果不仅证明了清欠行动的民营创业促进效应在政

府欠款拖欠严重的地区更强，同时也增强了基准回归中因果识别结论的可靠性。 

2.基于市场监管制度的异质性 

在市场监管制度不完善的地区，社会信用环境和政府信任问题更加严峻，同时也会增加

创业活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因此，当政府欠款清理能够通过增强政府信任和改善信用环境

促进民营创业活动增加时，这种促进效应可能在原本市场监管制度不完善的地区更加明显。

为了验证这一潜在的异质性，本文利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中受访私营企业家关于

市场监管中是否存在“部门职责不清、相互推诿”问题的回答计算了各地区存在部门职责不

清现象的均值，并以各地区均值的中位数进行分组构建了监管职责明晰虚拟变量来衡量各地

区市场监管制度的相对完善程度，该虚拟变量取值为 1，表明该地区市场监管制度更加完善。

在表Ⅲ1 第（2）列的估计结果中，清欠行动与监管职责明确的交互项在 10%的显著性水平

下负向显著，这表明在原本市场监管制度不完善的地区，政府欠款清理对民营创业活动的促

进效应更强。 

3.基于业务招待费的异质性 

业务招待费通常被用于衡量企业的寻租成本和地方政府的廉洁程度，业务招待费用越高，

表明地区制度成本透明度越低，政府廉洁程度越差（赵仁杰等，2023；蔡宏波等，2025）。

本文利用 2011—2015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计算了各地区企业业务招待费占企业总成本比重

的平均值，并以其中位数为临界值构建了高业务招待费的虚拟变量，进一步讨论基于业务招

待费的潜在异质性。在表Ⅲ1第（3）列的估计结果中，清欠行动和高业务招待费的交互项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表明政府欠款清理对民营创业活动的促进效应在政策前平均

业务招待费高的地区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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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Ⅲ1 异质性分析：地区层面 

 (1) (2) (3) 

 政府拖欠规模 市场监管制度 业务招待费 

变量 创业活跃度 

清欠行动 -0.0633*** 0.1286*** 0.0585** 

 (0.0198) (0.0341) (0.0267) 

清欠行动×政府拖欠严重 0.1474***   

 (0.0249)   

清欠行动×监管职责明晰  -0.0748*  

  (0.0395)  

清欠行动×高业务招待费   0.0724** 

   (0.029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774 2774 2530 

R2 0.9787 0.9787 0.9796 

 

 



《经济学》（季刊）                                                              2026 年第 4 期 

10 

 

附录Ⅳ  基于行业层面的异质性 

由于不同行业与政府部门合作的密切程度不同，可能导致政府欠款清理对不同行业的影

响存在异质性，与政府合作较为密切的行业可能对于该政策更加敏感。本文利用政府采购数

据识别了 2011—2015 年与政府部门业务往来最频繁的十个行业将其视为政府采购多的行业，

这些行业不仅和政府部门存在更加密切的业务往来，也更有可能被政府部门拖欠项目资金，

因此更容易受到政府欠款清款政策的影响。遵循基准回归的思路，本文分别基于政府采购较

多行业与较少行业的注册企业数据构造了城市—行业—年度层面的创业活跃度指标，将其作

为两组独立的被解释变量。表Ⅳ1的估计结果表明，清欠行动变量在政府采购多和采购少的

行业中均呈现出正向的显著性，但从估计系数来看，政府欠款清理的民营创业促进效应在政

府采购多的行业中更强。 

 

表Ⅳ1  异质性分析：行业层面 

 (1) (2) 

 政府采购多的行业 政府采购少的行业 

变量 民营创业活跃度 

清欠行动 0.1405*** 0.0668*** 

 (0.0298) (0.0257)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2774 2774 

R2 0.9816 0.9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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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Ⅴ  来自微观家庭数据的证据 

基准回归从城市层面讨论了政府欠款清理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

健性，并深化政府行为对微观家庭创业决策影响的理解，本文进一步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数据，从微观家庭的视角来讨论政府欠款清理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 

首先，本文从参与工商业经营的视角来讨论政府欠款清理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参考

蔡栋梁等（2018）的研究，使用受访者关于“目前，您家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问

题的回答来识别家庭是否参与创业活动，若受访者回答“是”，则认为家庭参与了创业活动，

“是否从事工商业经营”的虚拟变量取值为 1，回答“否”，则认为家庭未参与创业活动，

“是否从事工商业经营”的虚拟变量取值为 0。表Ⅴ1第（1）列报告了政府欠款清理对家庭

创业选择的影响，清欠行动变量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表明政府欠款清理显著提

高了本地家庭参与创业活动的概率。 

其次，考虑到政府欠款清理带来的商业信用环境改善和政府信任增强对创业活动的实际

影响可能是长期的，本文进一步讨论政府欠款清理对家庭未来创业意愿的影响。本文根据受

访者关于“未来两年，您家是否打算开展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问题的回答，引入了家庭

创业意愿的虚拟变量，当受访者回答“是”，该虚拟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表Ⅴ1第

（2）列报告了政府欠款清理对家庭创业意愿影响的估计结果，清欠行动变量在 5%的显著性

水平下正向显著，表明政府欠款清理不仅增加了微观家庭当前创业的概率，还提高了家庭未

来两年内的创业意愿。 

 

表Ⅴ1  来自微观家庭数据的证据 

 (1) (2) 

变量 是否从事工商业经营 家庭创业意愿 

清欠行动 0.0120** 0.0118** 

 (0.0054) (0.0055)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75792 73351 

R2 0.6486 0.5175 

注：为了确保政府欠款清理对微观家庭创业的促进效应是新企业进入增加而非在位企业退出减少引致

的估计结果，表Ⅴ1 剔除了政策前已经参与创业活动的家庭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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